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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實證之「由靜趨動」：評陳廣宏 

《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 

葉曄* 

摘 要 

近三十年來，在跨文化、學科交叉的全球學術語境下，漢語學界對中國文學文獻的研

究，尤以傳統、謹慎、守正的姿態，維繫著古典學術之固有尊嚴。但由此形成的該學科舉

步維艱之發展現狀，也引起了諸多有識之士的憂慮和持續關注。臺灣學生書局新近推出陳

廣宏教授的《文本、史案與實證》一書，便是這種憂患意識的一次集中體現。在領會這一

反思精神的基礎上，書評人試圖通過與圖書作者及學界同仁的交流，進一步主張中國文學

的實證研究，實有必要擺脫具體個案或單元研究的文獻層累之法，轉而提倡重視「過程」

和「關係」研究的治學態度。若能超越二十世紀的強大而堅固的靜態考證傳統，邁向更符

合二十一世紀學術特徵的動態思維方式，古典文學的實證研究或能闢出一片更廣闊的學術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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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浙江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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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年前，當章培恒先生帶著他的「卡族」學生們從事《全明詩》的編纂工作時，他

們恐怕很難想到，在接下來的十數年間，古籍數據庫將勢如破竹地取代索引卡片，進入每

位學者的日常學術生活之中。隨著文獻檢索的便捷程度越來越高，對傳統文獻學的質疑之

聲也越來越大。特別是某一具體學科的文獻學研究，如文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之類，因

沒有目錄版本學、校勘訓詁學那麽一套精細、成熟的理論方法體系，經常被視為簡單的史

料之學，可謂處境堪憂。這從最近十餘年涌現了一大批史料學研究專著以供專題史家按圖

索驥，即可見一斑。 

這種隱隱的憂慮，我們亦可在陳廣宏教授的這部新著中有所察覺，即使它被隱藏在了

著者對其學術事業的深厚濃郁之感情背後。陳教授雖專治明代文學文獻，但其思考卻訴諸

了整個古典文獻學學科，展現了非常開闊的學術視野。面對近年來漸變漸濃的這片文獻迷

霧，他巧妙地將其過濾至兩個不同的學術層面予以觀察：一是文獻學學科自身的邊緣處

境，即在「歷史建構」的整體學術語境下遭遇了釜底抽薪的意義質疑；二是明代文學文獻

的特有困擾，即價值觀念的雅俗之別和文獻資料的難以窮盡，成為擋在當代學人面前的兩

座大山。陳教授的本意，可能視其上編為對文獻之學及相關文本形態的研究，中編、下編

為對史料之學及相關文學史案的研究。但在筆者看來，此書下編更像是一次對過往學術歷

程的追懷和致敬，而上編則是在文獻學的整體層面上的一種方法探索，中編屬於在明代文

學文獻的具體領域內的新嘗試，二者展現了一種向前的姿態和意愿。 

一、從文學史到文獻實證：走向縱深的「過程」與「關係」研究 

既然有困境，自然就要去突破。中國古典學術歷來文史不分家，一些基本的治史理念

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甚巨。通讀此書弁言，可知著者亦在此關節處尋求突破。他指出當

今史學研究，於文獻處理的目標已有所變化，「總體上由追求知識的客觀性，進入將事實

視為建構之物，體現主客觀之間的互動關係。文本作為作者思想活動的自發存錄，被要求

在其生產、傳播或被闡釋的動態過程中究察如何構造意義。」而這一治史理念的轉型，在

文學研究上的第一層投射，即作為專門史的文學史研究，「也被要求在這樣的過程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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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產生於歷史批評累積層中各種文學的價值，有效解釋作品的形式和意義。」1此

係。文論斷不可謂不高妙，但筆者以為，這種強調「過程」和「關係」的治學態度，固然

是現今文學史研究的焦點和趨勢，然僅止於此是遠不夠的，在更為謹慎的純實證領域，同

樣應該得到積極的宣導和推廣。因為無論是「過程」還是「關係」，歸根到底，皆可用「動

態」一詞予以概括。而這種可能的「由靜趨動」之勢，將促發我們對「實證」一詞在多個

層面上作重新的詮釋和理解：如在文學史研究上，更強調考據的「證史而非證事」；在史

源學的運用上，更關注文本的「流動而非孤立」；甚至可以借群體傳記學等新興史學理論，

樹立「證實亦可證虛」的新實證觀念。以上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寬文學實證的研究範圍，催

生出新的學術增長點，讓這一套傳統的文學研究法重新鮮活起來。 

實證研究的「活」和「動」，本非當代始有之事。我們現在對「實證」一詞的最常見

理解，即是乾嘉考據與西方科學精神結合的學術產物。中國古典學術中，總集編纂的政治

導向，詩箋詩譜的合二為一，都是實證研究的動態展現。著者的《譚元春年譜簡編》，作

為一次學術追憶，正反映了文學文獻學研究中較傳統的一種動態表現方式，即年譜不是人

物史料的長編，而是一種建立在客觀求真基礎之上的擇別式觀照。這無疑是中國學術中最

傳統、最成熟的研究法之一，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已有詳論。陳教授也自

言復旦古籍所的這個傳統從蔣天樞、章培恒先生一脈而下，淵源自在。無論是蔣天樞的《全

謝山先生年譜》，還是章培恒的《洪昇年譜》，都不以史料的貪多求全為目的。前期的蒐集

工作雖務求窮盡，但真正付諸文字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卻是有所選擇的，即勾勒出人物事

跡的內質脈絡，體現年譜以線帶面的學術意義。上世紀九十年代，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推

出了《新編明人年譜叢刊》七種，亦秉承了蔣、章而下一以貫之的編纂宗旨，陳教授早年

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訓練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此《譚元春年譜簡編》，不妨視為《鍾惺年譜》

之姊妹篇，以見著者師承傳統的一面。 

但當代學術之「動」，畢竟不同於古典學術之「動」。經歷了西方科學精神及結構、解

構主義浪潮的洗禮，我們對「動態」的理解已經從前科學時代步入了後科學時代。作為一

部新世紀的文獻學論集，僅僅固守傳統的動態書寫方式是不夠的。從書中可以看出，著者

有相當鮮明的自覺意識，在另七篇論文的寫作中，融入了他對文學文獻學遠景發展的一些

思考。當筆者嘗試去體察這些思考的時候，既為其深思熟慮感佩不已，同時也產生了對明

代文學文獻之動態研究的一些私人體會。在此姑且拋磚引玉，以期與陳教授及學界同好交

流。 

                                                       
1 陳廣宏：〈弁言〉，《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獻文獻考論》（臺北：學生書局，201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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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整理之體例，應否微調以配合古籍數據化？ 

首篇〈關於明詩話整理的若干問題〉一文，根據圖書末頁的原刊出處，可知在八篇論

文中最晚出。在筆者看來，這篇文章卻是動態研究色彩最淡的一篇，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這當然與總集編纂的既定運作路徑有關，但筆者以為，即使存在一個大的編纂範式必須遵

循，也并不妨礙我們根據文獻學的發展趨向作出一些細節上的改進，以充實總集編纂之學

的活力。在這裡，筆者試為陳教授的《全明詩話新編》科研計劃提一個小小的建議，或許

著者對此早已熟慮，只是限於論文篇幅而未面面俱到，筆者冒昧，姑妄言之。 

就編纂斷代詩話總集的前人經驗來說，《宋詩話輯佚》、《全明詩話》、《清詩話》、《清

詩話續編》、《民國詩話叢編》等赫赫在列，可資借鑒的經驗不可謂不豐富。但如果我們作

一個橫向的文體比較，較之那些詩總集、詞總集，詩話總集有一個獨有的文獻特徵，其實

在以前的那些詩話總集中都沒有體現出來，那就是詩話中的因襲現象。從文本內容的異同

來講，因襲現象有點類似於詩總集、詞總集中的重出現象，但從人物意圖的角度去看，重

出現象是一種編者意圖的反映，而因襲現象其實是一種作者意圖的反映。換句話說，通過

對總集編纂體例的設置和調整，重出現象是可以糾正的，而因襲現象我們只能指出，無法

糾正。之所以會如此，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詩話總集的編纂方法是學習詩總集、詞總集而

來的，考察重點在作品的作家歸屬和文字訂誤。卻很少考慮到，詩詞中的具體某一句、某

一段因襲前代詩人，可以用化用、套用、集句等寫作技巧來自圓其說。但詩話、詞話中的

具體某一段、某一篇因襲前代論詩家，則很難用同一套處理方式作出圓滿的解釋。我們當

然可以說古人在論述層面上沒有足夠自覺的著述權意識，但這似乎不能成為我們當代研究

者置之不問的理由。或許有人會說這應是研究者的權限而不是整理者的義務，但如果我們

從對文獻的整體把握和熟知的程度來說，由總集編纂者來指出兩種甚至多種詩話片段之間

的因襲關係，無疑比讓具體某一類或某一部詩話的研究者來做更為便捷和高效。隨著古籍

數據化的日益發展，這些工作完全應該由編纂整理者來完成，例如可以案語形式加以互註

說明。這在某種程度上，亦是筆者主張的文學文獻學的動態趨向的一種實踐。因為這種因

襲不是後人造成的，而是詩話作者對前人詩論的主觀接受、認同和批評，如果我們能在文

獻學層面上將這種動態流變展現出來，那麽，其他研究者就可以站在一個更精細的文獻平

臺上開展他們更深層的理論研究，這無疑是對文獻整理工作的一種更大的意義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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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流布之研究：在目錄版本，更在文化史觀照 

第二篇關於朝鮮版裝《空際格致》的論文，一眼看去，展現的是古典學術中的版本學

研究法。當然，如果只是目錄版本學的傳統運用，想來也不會被編入這部拓新意識濃厚的

文獻學論集之中。雖然論文的前半部分屬於按部就班的版本考訂文字，但後半部分展現

的，卻是傳統的版本學與新興的書籍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路數。眾所周知，高一志的《空

際格致》一書，現在最常見的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鈔本，再早些時候，民國上

海聚珍仿宋印書局亦有鉛印本出版。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的這部明崇禎刻本，雖較之前兩

種存在版本學上的優勢，但至少不擁有對文本內容的獨享權力。更何況這部書并非存世孤

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有相同的一部，吳相湘《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據此影印。陳教

授亦坦言，「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同樣藏有崇禎刻本且業已影印流播的情形下，早大圖書

館所藏此本《空際格致》，就文本本身呈現的文字面貌而言，顯然只能與前者分享這種權

威性或校勘價值。」2因此，陳教授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圖書的遞藏與文化價值上，很好地

通過一部書版的個案研究，展現了東西文化交流、東亞文化交流、華夏內部流播互為交糅

的多樣過程。而這個多樣的過程中，東西交流的部分，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漢譯文本意義的

探究展現出來；東亞交流的部分，通過對現存崇禎書版的實物文獻的考察勾勒出來；華夏

內部流播的部分，通過現有的書目史料而非實物文獻予以還原。三個區塊采用了三種不同

的研究路徑，此不可不察。 

不過，筆者以為，這篇論文對我們的更普遍啟示，倒不在於東亞漢籍文獻的重要學術

價值，而是既然我們可以從明崇禎刻本《空際格致》身上看到了西學原典、漢譯文本、朝

鮮版裝、日本典藏甚至回傳歐洲等文化交流的動態特徵，那麽，我們不妨將視野稍稍放窄

一些，是否可以說對華夏內部的文化流動，也可以借圖書傳播的角度，進行類似的考察？

這方面的研究，其實在傳統的實證研究中，是可以找到相應法徑的，一是通過目錄學、史

料學的梳理來還原，二是對某些善本圖書或名家藏本進行版本學上的研究。但這兩種思路

都有一定的缺陷，前者并沒有實物文獻參與其中，相關論證終究隔了一層；後者過於強調

版本意義上的「精英」色彩。就像以前歷史研究看重帝王將相，文學研究看重名篇佳什，

傳統學人對待非孤本的態度，總是認為保有著名藏書家鈐印或手批的那一書版，比同一版

本的其它普通本子更有學術價值。而文學史家不同於版本學家，他們在從事明清文學研究

的時候，基本上只要確定了最早版本或較好版本，就不會太在意這本書到底藏於國家圖書

                                                       
2 陳廣宏：〈早稻田大學圖書館藏朝鮮版裝『空際格致』版本及其價值初探〉，《文本、史案與實證：

明代文學文獻考論》，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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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還是上海圖書館，多采取就近原則或便利原則進行查閱。但當陳教授從同一版刻的早稻

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中剝離出如此豐富有別的文化價值時，我們再

回過頭去看那些十數個圖書館皆有館藏的某部明刻本，似乎我們可以研究的東西還有很

多。之所以此事未引起我們的關注，在於以上兩種情況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即中日韓的民

族文化差別凸顯了研究對象的學術價值，而華夏內部的漢文化趨同性削弱甚至掩蓋了相同

研究方法下的地域文化差別的凸顯而已。 

四、文獻考源之宗旨，在求其源頭，更求其動機 

至於〈『列朝詩集』閏集「香奩」撰集考〉一文，從撰集取資的角度來講，主要關涉

選源（詩歌來源）和史源（傳記來源）兩條線索。陳教授對撰集始末及相關選源的耙梳、

考訂和分類，非常細緻精彩，讀者自可領會，此不贅言。學術書評之宗旨，終非美其所美，

故筆者更樂意借題發揮，就史源之學在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多說幾句。自陳垣《史源學雜文》

問世以來，相關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以錢謙益《列朝詩集》的取資為例，雖然在總體上使

用選源之法予以觀照，是文學本位研究之體現，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列朝詩集小傳》的存

在。以往的學者總喜歡從小傳文字的陟罰臧否中探究錢謙益的文學思想及態度，包括他對

館閣文學的厚望及對復古文學的痛斥，但這樣的理解方式，首先必須建立在小傳文字為錢

氏原創的事實基礎之上，而這一點我們其實很難確言。或許有的學者會說，小傳中的敘事

性文字和批評性文字不可混為一談，只要批評話語來自錢氏本人，那麽，僅在史實層面上

借鑒前人傳記資料，不會影響我們對錢氏思想的探究。但筆者以為，此處仍可商榷。因為

當我們使用史源學方法，對小傳的史料源頭進行細密考證，將會發現錢謙益對擁有材料的

篩用是有選擇性的，這種對人物事跡的過濾、節錄甚至選擇性失明，同樣也是錢謙益文學

思想的一種體現，而在這方面很少有人予以考慮。另外，作為一位詩歌總集的編者，錢謙

益的小傳文字，不僅僅具有史料價值，同樣具備相當的文學價值。以《列朝詩集》中的宋

登春小傳為例，錢氏此文借自徐學謨的〈鵝池生傳〉，當無疑問，但如果我們細緻對照二

人文字，會發現原始材料和當下文本之間存在很多異文之處，那麽，這種細微的文字差異

是錢氏無意識的書寫產物，還是我們探究編者文學思想的另一關鍵所在，值得研究者的深

思。一旦我們接受以下觀點之可能性，即錢謙益的刪寫行為，既有深邃的史家眼光，用材

料的取捨來對傳主作出喜惡的批判，也融入了作家的身份，展現了他個人對短篇傳記文學

創作的一次嘗試，那麽，對《列朝詩集小傳》的史源考證與勘訂，將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文

學實證工作，且其最終指向的，是文學思想這一更動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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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學史進入「過程」後，文學史料該如何動態看待？  

中編的四篇論文，對應的是四個文學史研究個案，且都與文學流派有關，前三個牽涉

明代的閩詩派，最後一個指向晚明的竟陵詩派。如果說陳教授的史案研究有什麽與眾不同

的特徵的話，筆者更傾向於他的理性辨析是建立在對史料蒐集的窮盡態度之上的。正如他

自己所言，「借助現存明代充足的史料，細緻梳理所涉文學事象，將對作家、流派有關詩

學理論、創作風格等層面的考察，還原到具體的生態過程中去，應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3而這樣的文學史個案研究法，正是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中壯年一代學人的普遍實踐，如蔣

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陳廣宏《竟陵派研究》等，皆依循此理念，強調在充分占有大

量史料的基礎之上，開展一種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 

較之原有的在流動的歷史時間中考察靜態文學單元的文學史案研究法，這種進入「過

程」的文學史研究，無疑持有對歷史的絲絲溫存和敬意。但有一點不得不指出，這種研究

法是建立在歷史本質可以探求、文學現場可以無限逼近的史觀基礎之上的。面對當代史學

之建構本質的衝擊，雖然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主客體之間互動關係的體現，但在對確鑿史

料的實際處理上，不得不面臨一個選擇，是服從它，還是質疑它？如果選擇了質疑，即使

撇開語言學上的所指和能指不談，我們依然需要表明一個態度：這條材料是只能反映書寫

者所處的歷史時間之思維，還是依然可以局部地展現書寫者所指的歷史時間之事實？陳教

授無疑傾向於後一種情況，即通過學者的搜輯、甄辨、排比和考訂，是可以撥開迷霧，逼

近史實的。書中對任士林、易時中、魏象先等人事跡的考掘，及對二藍師承、館閣閩中傳

統、遵巖閩學傳統、鍾惺早歲交遊等的梳理復原，都很好地體現了著者對文學史中邊緣人

物和非主流傳統的著重關注，相信他們之於歷史版塊的拼補有助於對文學史的深度探究。

對這一史案細化繼而進入文學過程的研究法，筆者持謹慎之樂觀態度，故看到陳教授在弁

言中力倡《明代文學史料學》的編寫，不由樂見其成。也借此機會進上一言，希望這套書

展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如何尋找史料，還應該是如何辨析史料。這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辨

別真偽那麽簡單，而是強調將史料書寫者的情緒、觀點、視野、立場與文本中的具體事實

信息剝離開來。因為如何尋找史料，是已有史料學專著的固定書寫範式，若《明代文學史

料學》僅僅表現出與前代文學史料學在時代文獻及其形態上的差別，只能說是中規中矩的

寫法；而如何辨析史料，特別是如何運用當代的各類文本細讀法去挖掘史料中的無限量的

有效信息，才是史料學發展的動態展現，也是文學史料學專著之新書寫範式的一種嘗試。 

綜上所論，這是一本優秀的明代文學文獻論集，但僅此理解，恐怕有負著者編選八篇

                                                       
3 陳廣宏：〈弁言〉，《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論》，同註 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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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苦心。筆者細讀此書，感受最深的不是那些具體精微的論述，而是字裡行間展現出的一

種學術姿態，即對相關的文獻史料，持一種窮盡的態度和動態的視野。這種姿態，在相對

滯後的明清文學文獻的研究中，很值得倡導。不僅因為明人別集浩如煙海，現存世有五千

種左右，繁雜的文獻讓多數學人只將「涸澤而漁」視為一個口號而已，故作為一種謹密的

學術精神，有必要加以宣揚與引導；還因為正是由於明代文獻足夠充沛，我們才有機會讓

實證研究的對象和意義都動起來、活起來，身處這一羨煞旁人（較之上古文學、中世文學）

的學科優勢之中，我們研究近世文學之學人切莫身在福中而不知福。窮盡之，明辨之，善

用之，精闡之，明代文學文獻學的開闊前景，需要每位學人跬步踐行，共同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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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from Statics to 

Dynamics: Review on Text, Individual Cases and 

Textual Research 

Ye Ye* 

Abstract 

Recently 30 year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general trend of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Chinese documentation is traditional 

and conservative. By this attitude, the seriousness of classical academic seemed to be 

maintaine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ttitude also impacted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it 

attracts wide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who think it imperiled the vitality of classical 

academic. Written by Chen Guang-hong, published by Student Book Co., Ltd., Text, 

individual cases and textual research give full expression to this sense. Based on this spirit 

of retrospection, the author thought if the textual research want to improve, it`s necessary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o focus on process and relationship, meanwhile, get rid of the 

method that emphasize on case study is also need. If we can emphasis on dynamic state 

instead of static state, the textual research in classical academic may have vast potentia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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